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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晋一朝，世家门阀垄断政治，却在其中孕育了疏离政
治的因素。名门望族通过对族中子弟的培养，形成了重文艺的家教与
门风。时局的动荡客观上使得世家文艺疏离了政治，形成了自由的审
美超越。本文试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探讨这一时期文艺与
政治疏离的情况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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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魏设九品中正制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对于处于门阀之中的这些贵族们而言，意味着捍卫家族荣耀的不
可推卸的责任。在这样世蹑高位的名门望族中，确实培养了一批
礼乐传家、才华横溢的贵族子弟。他们身上所浸染积淀并不断发
展着的政治素养、学识内涵，非源自世代贵族之家而不可得。这
种历经几代而得的世族门风，构成了魏晋时期世风沿革的重要元
素，并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之中，尤以东晋琅
琊王氏与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为 。
魏晋时期究竟有多少门阀士族呢？吕思勉先生在他的《两晋
南北朝史》中提到：有统计为“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
门户家族相互之间同样有森严的等级。士庶之间互不通婚，门望
较下之家，尤以结婚望族为至幸。不仅如此，名门望族与王室之
间还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帝王之家求婚望族，而望族之于王
室，转不以获居胏胕为荣矣。
望族世家之间的这种联系，导致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也是
系统而相关联的。当一个大家族成为社会热捧的焦点时，它的好
尚，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与追求。王、谢两大家族，是当
时东晋社会炙手可热的豪门望族，他们的家族门风，同样也影响
着东晋一朝的社会风气与文学追求。
一、东晋琅琊王氏
琅琊是王氏的郡望之一。琅琊王氏为累世望族，自两晋易
代，衣冠南渡之际，为巩固东晋政权厥功甚伟，世有传曰“王与
马共天下”。
世家门风的形成与发展，往往由这个家族中的族长或者重要
人物主导，就比如王导之于王氏。也因此，一般琅琊王氏在朝任
官且处于政治核心的子弟较陈郡谢氏子弟为多。这与当时王氏族
长式的人物对政治的积极热心以及统治者对王氏的格外青睐是密
切相关的。既然王氏一族在政治中是处于比较核心的位置的，那
么东晋中后期王氏家族的子弟为何逐渐从心理以及行动上疏离政
治，在文学创作上更倾向于谈玄论道，寄情山水宴饮？
王导不仅“少有风鉴，识量清远”，以治国安邦为任，但同
时他也有儒家“功成身退”的考虑：元帝的疏远他不以为怪，任
真推分，澹如也；族人谋反，他力加阻拦并自请其罪；明帝令其
可“无下拜”，导辞疾不敢当。他的做法给王氏族人留下了一个
范本——这在其位谋其政，功成则身退。
因此当东晋中期政治相对稳定之时，王氏族人虽仍居官场，
却渐渐不以功名为务。王导有六子，时皆有雅名并有官职，然而
六人在晋书记载中皆未以功名为务，其中除了早卒的王协，五子
中就有三子曾多次辞官不让，一众子孙当中，各有才艺，或善书
法，或善弈棊，不一而足。不仅是王导直系的子弟，其时王氏一
门一般于琴棋书画等六艺都有涉猎且有所专精。
东晋琅琊王氏在鼎盛时期不仅于政治上爵位蝉联，在文艺上
同样也是人才辈出：王氏的书法、歌舞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引领
了当时的艺术风气。《晋书》中也记载了王羲之许多诸如“东床
快婿”的轶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世家门风中，如果有什么
可以与仕途显达相抗衡的，莫过于清雅高洁的名气声望——世家
子弟可以无官，却不能无名。声名显赫的 佳途径之一，就是要
在文艺方面有所建树。
所以王氏后人无论于仕途上顺利与否，往往可以通过文学
艺术方面寄托自己的情怀，抒发自己的性灵；从另一方面说，也
正是这种浓厚的家学渊源，文化熏染，让他们可以参悟“俯仰之
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
禅理，忘怀仕宦之得失。
二、东晋陈郡谢氏
六朝时代，世家门阀长期在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占据垄
断的位置。琅琊王氏是被称为“簪缨不替”的东晋政治盛族，而
陈郡谢氏则是后起新族，但其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家学渊源成为
另一个文化名门。
谢安，作为谢氏家族发展史中 有影响力的人物，《晋书》
卷七十九有记载：
“谢安字安石，尚从弟也。父裒，太常卿……及总角，神识
沉敏，风宇條畅，善行书。”
谢安少时“神识沉敏”，气度不凡，如果从才华形容来看，
与一般世家贵公子并无二致。然其年少得志，却并不以功名为
意，有司召以为官，“历年不至”，只是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
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一直到弟万遭
黜，始有仕进之志，时年谢安已然四十余岁。从《晋书》中这段
相关的记载中我们看到，当时已经有一些世家子弟萌发了与政治
疏离的倾向，他们敏锐的观察到了时局的动荡与不可托付。他们
更希望于山水游邑与文化造诣中提升和完善自我。但是维持家族
的荣耀与传承是每个世家子弟所必须肩负起的责任，而这往往与
政治仕宦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当安妻见家门富贵，谢安独静退，
问：“丈夫不如此（出仕）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晋书》P2073）谢安所不能免去的是他作为家族一份子身上
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如果说为了延续家族的荣耀显达而出仕为官是不得不做出的
选择，那么谢安以及陈郡谢氏家族在淝水之战后的由盛而衰更令
谢家子弟认清了政治的凶险与难测。
谢安的一生以其仕宦前后可分为两期，前为“高卧东山”时
期，谢安对门风家教的培养也主要在这个时期。根据王永平先生
的论述可以得知，谢安家教主要有四大内容：以仪范训子弟；培
养子弟的政治态度与从政能力；引导子弟清谈论难，以获名士声
誉；与儿女讲论文义可以说，谢氏家族弃武从文，可以放松皇帝
对其的警惕与压制，从另一方面说，又促进了东晋文艺的进一步
发展和与政治的疏离。
三、世族门风影响下的东晋文艺与政治的疏离倾向
中国古代文人与文学向来有热衷于政治的传统。汉魏以来，
经过上位者的大力提倡，使得文学与政治在一定时期内有了和谐
一致的步调，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魏武以相王之尊，
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
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1汉魏文士以文才表现自己，
干谒权贵。文学，是通往政治的一个有效途径。
然而魏设九品中正制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不
仅政治由世家大族所垄断，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同样也以世家大族的好尚为旨归。
对于身处世家，比如王谢两族的这些名门子弟来说，当官与
否其实与自身的文艺修养高低并无直接且必然的联系。所以当文
学脱离了现实的功利因素以后，朝着审美与超越的方向发展也就
不足为奇了。东晋时期，文学创作以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
诗为主体，与世家子弟不求以文学为仕宦途径有着一定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产生疏离倾向的原因，从与世家大族的关系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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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德美学中著名的审美判断四契机对中西方审美文化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作为当下审美文化特色景观之一的“日常
生活审美化”直接将“审美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将大众的衣、食、
住、行等一切都笼罩在“审美”的光圈下，无不显示出当代审美的泛
化力量。日常生活审美化呈现出实用性、独特性、功利性、符号化等
特征。由此，逐渐对康德美学的“审美判断四契机”构成冲击。
关键词：康德；审美判断四契机；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文化
康德的“审美判断四契机”与时下流行的“日常生活审美
化”分立于不同的时代舞台，貌似格格不入却息息粘连。“日常
生活审美化”已日渐成为不可遏制的强势话语，在东西方的审美
研究领域中成为备受瞩目的“新贵”，“日常生活审美化”对康
德的传统美学思想构成了巨大挑战。
一、康德审美判断的四个契机
（一）审美判断第一契机：审美无利害
“审美无利害”或“审美无功利”是康德美学确立的第一审
美契机，它是指主体以一种放弃功利知觉方式对对象的表象之观
赏。其中， 重要的一点就是主体放弃同对象的利害关系，也就
是对所关照对象的实存失去兴趣。当康德将这一点纳入“审美鉴
赏”的首要契机时，他说：“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
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做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
悦的对象就叫作美。”[1]在此基础上，康德进一步区分了快适、
善和美，强调审美的无功利性。
（二）审美判断第二契机：审美无概念的主观普遍性
康德在第二契机中提出美的无概念普遍性，认为:“凡是那
没有概念而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就是美的。”[2]康德认为，审美
判断既然是无功利的。审美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性是将个人独特的
单一判断量化为众人普遍的审美判断，但这种普遍的审美判断不
是客观的，而是审美主体指望他人赞同，或要求他人赞同，是一
种假定的普遍赞同。
（三）审美判断第三契机：审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康德美的分析中的第三个契机。著名古
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曾这样认为：美的对象应该即是无目的的，又
是有合目的性。即把“美是无目的”定义为：所谓美和任何主客
与客观目的都没有直接关联，其“美是无目的”的即不涉及其他
逻辑性概念，也不以外在的有用性或道德的完善性为目的。美与
主体的实用性目的也无关，主体不应因对象的属性、质料而认为
对象是美的。“合目的”是指形式的合目的性，即对象的表象形
式符合审美主体的心意状态，主体的想象力与知性处于自由和谐
的运动中，因此它是主观的合目的性。所以，康德以形式的合目
的性作为规定根据，来判断鉴赏判断是否是纯粹的；如果在一定
概念的制约下一个对象被认为美，那这个鉴赏判断是具有依附性
的。审美判断的第三个契机由此说明:“美是一对象的合目的性
的形式，如果这个形式是没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
觉到的话。”[3]
（四）审美判断第四契机：审美共通感
审美判断的第四个契机是“模态”契机。康德认为，“美
是那没有概念而被认作一个必然愉悦的对象的东西”。[4]判断的
“模态”指的是判断是否带有可能性、存在性或必然性。康德
认为，对象的表象(即形象显现)都有产生愉悦的可能性，而美的
东西产生愉悦却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不是一个理论的客观必然
性，而是一个主观的必然性，不是建立在概念和经验的基础上，
而是以先天的“共通感”为前提和条件的。共通感是“一种情感
的普遍传达性”，是一种心理认为“一切人必然对一个判断赞
同”的范式。康德认为，若“共通感不存在”，那么就不可能有
人对美的共同认识。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下的审美特征
(一)功利性
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已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生产者来说，他们给产品中融入审美因素的内在动机是要刺激
消费者的欲望，吸引消费者去购买产品从而获取利润，实现资本
增值。从消费者来说，他们在这种依附于经济的审美活动中，期
浅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康德审美判断四契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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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应有以下几点。首先，东晋时期，天下多故。尽管对于世家
子弟来说，出仕是延续家族荣耀的一种非常必要的途径，但政治
的风云诡谲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世家子弟望之却步，不愿卷入其
中。如前文所述，王谢家族中一些年少便颇有雅望的青年才俊多
次辞官不就。
其次，东晋社会受玄学影响甚大，尤尚名士风度。世族门阀的
家族教育中必定渗入玄学禅理的教育，所以族中子弟在朝为高官固
然重要，但是家族中更重视的是礼法文艺的培养与渲染，名誉重于
爵位，而且这种名誉的获得，同样与政治仕途无完全必然的联系，
而是在相互的文艺往来中产生。因此，王谢家族在培养族中子弟
时，都非常注重对文学、书法、绘画、术数等才艺内涵的培养。
第三，宗教信仰开始影响东晋的世族社会。东晋时期，时局
不稳，士人心中不免产生一种幻灭之感，佛教的性空之学与此时
的士人心态有着某种契合。另外，王氏家族中法深和道宝遁入空
门，并以学行显名，推动了佛法在东晋上流社会的影响与传播。
佛教的传播与高僧的显名，使得东晋世族社会的风尚中融入了佛
家的性空思想，而且也提供了另一种不直接参与政治而获得雅望
的途径。
第四，齐家儒学与明哲保身对东晋世族的影响。东汉中后
期儒家学说逐渐式微的局面一直到东晋一朝有了改变。齐家儒学
适应世族门阀的需要而被重新提倡。家族子弟接受家族的门风教
育， 终的目的是为了“齐家”，也就是在时移势迁中保存自己
的家族。
世家门阀垄断了政治的道路，同时，他们也通过家族教育垄
断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东晋一朝的文艺繁荣与走向，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家族对族中子弟的教育；反过来说，族中子弟的教育成功
与否，同样也决定了这个家族未来的发展：“一个大门第，决非
全赖于外在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当时
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艺术，皆有
卓越之造诣；经史著述，亦灿然可观；品德高洁，堪称中国史上
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复有多。”2由此观之，世家大族的文艺
发展，其 终目的是家族的昌盛，于是东晋一朝的文艺发展得以
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政治，寻求文艺上的审美和超越。
注释：
1.黄叔琳等.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钱穆.国史大纲.引自王永平.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M]江苏：广陵
书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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